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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是中国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为了探索科研人员激励如何影响科研产出、优化科研经费支出结构，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高等学校的科技活动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科研经费支出中人力资本分配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科研支出中的人员费占比与科研产出呈现倒“U”型关系，放宽科研经费中人员费限制的措施出台提高了人力成本占比对科研产出的阈值效应，但并未加速或减缓人员费占比对科研产出的边际影响，可见政策可以改善资源配置结构与效率，然而科研产出本质上经由要素投入而产生；理工农医学科与人文社科的人员费在科研支出中的平均占比呈现出明显的差距，前者使科研成果产出最大化的极值点出现在19.50%附近，后者在41.51%附近。据此提出优化科研经费配置、提升人员经费效益、实施经费差异化管理等改善中国高校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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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izing the enthusiasm of scientific researcher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ing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he incentive for researchers affect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research funding expenditures, this paper uses technology data from provinci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cience, engineering, agriculture, and medicine)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0, and uses a fixed effects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proportion of personnel expens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nditure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rtion of personnel expens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have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the introduction of measures to relax restrictions on personnel expens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ncreases the threshold effect of the proportion of labor cost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but it did not accelerate or slow down the marginal impact of personnel spending on research output, it can be seen that policies can improve the structure and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however,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is essentially generated by factor input. Besides, there is an obvious gap between the average proportion of science, industry, agriculture, medicine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nditure, the former maximizes the outpu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around 19.50%, while the latter is around 41.51%.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ersonnel expenses,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management of fund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in universiti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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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研经费作为高校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其使用效率日益受到关注。科研经费是指各种用于发展科学技术事业而发生的费用。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经费管理不断改革，推进科研领域的“放管服”、简化预算编制、完善股权激励政策、建立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等措施相继出台，旨在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为科研人员减负，促进创新发展。高校科研项目各个组成部分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包括教研人员、研发人员到访问学者、博士后、校外专家、研究生以及辅助人员，项目从启动、执行到结题、验收，都是参与项目人员共同努力和协作的结果。出于完成项目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调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科研经费中设置了绩效、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人员费项目，这些费用的支出不仅体现对工作者所获得劳动成果的认可，也作为激励机制引导相关人员尽力投入、潜心钻研。如何分配科研经费的支出才能优化科研产出，即在既定财务资源的前提下调整支出结构获得效用的最优解，是经费使用者较为关心的问题；具体到人力资本方面，则是应如何决策才能实现有效的激励以获得高效的投入产出比。本研究旨在通过利用分地区（省级）高等学校的面板数据，探讨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与科研产出的关系，为科研经费的合理使用提供经验证据。
1 文献综述
    关于高校经费支出结构与科研产出的关系，胡姝等[1]利用中国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财务数据研究发现，教师支出和基建支出是影响高等学校产出的重要因素；由由等[2]使用美国20所世界一流高校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教学、科研、公共服务方面支出比例的增加均有益于科研表现，而管理上支出比例的提升则会抑制科研表现，代表人员性投入的工资支出占比的增长对科研表现的效果最显著；毛建青等[3]对美国世界一流大学的分析表明，工资可显著提升科研成果数量与影响力，增加研究、学术支持、学生服务和机构支持的支出对科研产出有积极的效果，但教学支出会产生负面影响。
对于高校人力成本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现有文献大多从高校教师薪酬角度进行分析，如马君等[4]认为，高校科研导向下的绩效工资激励具有明显的倒“U”型效应，固定工资与弹性工资比例保持在7∶3左右方能有效平衡绩效工资的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Britton等[5]利用英国教师的集中工资法规来研究工资对学校绩效的影响，发现如果支付给教师的工资低于市场价格，学校绩效就会受到不利影响；张和平等[6]使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向中国13个省份88所高校的教师发放问卷，发现薪酬水平对高校教师科研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实际薪酬对科研生产率的影响低于名义薪酬的影响；毛建青等[7]对2003至2020年间美国36所世界一流大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增加大学总工资支出、提高全职教师师均工资可以显著提升科研产出，研究工资、支持类与服务类工资规模对科研产出有积极的效果，教学工资的增加对科研产出数量呈现正向影响。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高校经费支出中不同构成的变化会对科研产出产生重要影响。从人力成本的角度来看，大多研究发现薪酬可以起到提升科研产出的效果，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但鲜有文献对科研经费支出构成中的人员费与科研产出的关系进行分析。作为科研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员费的构成多样，不仅涵盖在职人员的绩效薪酬，还包括学生劳务费、专家咨询费、校外人员劳务费等等，厘清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与科研产出的关系，不仅有助于经费管理者作出科学判断、合理制定政策，也有助于经费使用者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资源，在科研导向下调动人员积极性以实现产出最优。为此，本研究利用中国高校科技活动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2 　理论假设
组织提供竞争性的薪酬水平旨在发挥两种效应：激励效应（incentive effects）和分选效应（sorting effects）。激励效应指组织以有效的薪酬制度引导、强化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其努力提升效率与劳动生产率，发挥更高的能力水平，从而改善绩效；分选效应指组织提升薪酬水平会使个人层面和整体层面的效率都有所提高，因为这会使他们更有能力吸引、留住和激励表现好的员工。提高薪酬水平会产生更大的申请人群体，这使得组织在招聘时更具选择性并留住高素质的员工[8]。提升工资水平也可以通过减少员工的非生产性行为来提高员工和资源效率。
另一方面，员工往往被认为具有高度的内在动力，即他们执行任务是因为忠诚、内在的责任感或享受，但在某些条件下内在动机被绩效工资所削弱，导致个体认知偏移，其行为更易受到外部驱动，而不是内部的吸引力。这种激励［指代不明］会产生隐性成本，由此来弥补内在动机损失。该现象被称为腐败效应（corruption effect）[9]，又称为过度合理效应（overjustification effect）或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10]，因此可能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好事过头”效应（too-much of a good-thing, TMGT）权衡了上述理论。管理研究中的理论往往基于“越多越好”的假设，这一假设意味着去寻求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正线性关系。而TMGT效应提出，当有益的动因增加到一定水平时，额外的成本会超过额外收益，当有益的动因继续提升可能会导致产出减少或其他负面结果，使变量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 [11]。对应本研究，适度提升包括绩效和人员费用在内的薪酬水平主要发挥激励效果和分选效应：当货币性激励增加至临界点时，会强化外在动机，对内在动机产生挤出效应，与支付更高薪酬相关的成本增加将超过更高薪酬水平带来的效率和绩效收益，产生反向的效果。因此作出假设：高校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与科研产出呈现倒“U”型关系。
3 实证分析
3.1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为高校科研产出。如Wong等[12]的研究，常见的用来衡量高校科研产出的指标有论文、专著和专利等。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被认为是科研产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实用价值成果，专利申请数与授权数也常被学者作为高校技术转让的数量和质量的代理变量[13]。为了体现科研产出的质量，选取专利授权数作为衡量科研产出的指标。在实证分析中，对该变量进行对数处理以避免数据量级相差过大。
核心解释变量为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用当年科研经费内部支出中的人员费除以支出经费总额计算得出。
控制变量方面，选取可能对高校科研产出带来影响的因素，包括拨入科研经费、科研机构数量和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研究派遣人次。
3.2 样本选取以及数据来源
以2011－ 2020年中国分地区（省级）高等学校科技活动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编制的2012－ 2021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相比于人文社科类而言，理、工、农、医学科数据数据在经费收支、科研产出等规模上较为突出，占整个科研经费的份额更高，在支出构成中人力成本与其他方面相对均衡，统计的信息更为全面、丰富，因此选择其中理工类学科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为避免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分位数上进行缩尾处理，采用Stata 14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3.3 模型构建与分析
3.3.1 模型设定
根据所提出的假设，设定如下模型分析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与高校科研产出的关系：
Ln Outputit = β0 + β1Feeit +β2Feeit2 + β3Controlit + yt + αi + εit                        （1）
式（１）中：Ln Output表示高校科研产出的对数；Fee为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核心解释变量），Fee2 代表其二次项；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科研经费（Funds）、科研机构数量（Institution）和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研究派遣人次（International）；i表示省级高校群体；t表示年份；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yt为表示时间效应的虚拟变量；αi代表个体异质性；εit为随机干扰项。
3.3.2 基本回归分析
首先对混合最小二乘估计（OLS）模型与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FEM）进行Wald检验，P值为0，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存在个体固定效应；同时通过B-P检验得出存在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 model, REM），因此模型应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中产生。进一步进行Hausman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认为应该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另外，时间虚拟变量通过了Wald联合显著性检验，最终选择了加入时间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bookmark: _Hlk124355348]　　在诸多判断“U”型关系的文献中，学者常在标准回归模型中纳入非线性项，若该项系数显著而且估计的极值点在自变量取值范围内，就可以得出存在“U”型关系的结论，但Lind等[14]认为此标准过于薄弱——当真正的关系是单调为凸的时候，回归可能会错误地产生一个极值点并得到“U”型关系。为了正确地测试在某些区间内是否存在“U”型关系，需要考察该关系是否在此区间的左端点处递减、在该区间的右端点处增加。对于复合零假设，标准检验方法不再适用。因此，参考Sasabuchi[15]开发的通用框架来测试“U”型关系的存在，对倒“U”型关系的证明依此类推。
根据Lind等[14]的三步程序评估科研经费中科研人员费占比与高校科研产出之间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即：（1）在自变量取值最小处，斜率显著且为正值；（2）在自变量取值最大处，斜率显著且为负值；（3）曲线的阈值在自变量取值范围内，Fieller方法显示极值点90%置信区间在数据范围内。如表１所示，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接受假设。
表1 　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Ln Output
	Ln Report
Social

	
	OLS
	FEM
	REM
	MOD
	

	Fee
	5.749 9**
(2.34)
	6.326 9***
(2.69)
	5.749 9**
(2.34)
	10.117 6***
(2.61)
	10.988 6***
(2.50)

	Fee2
	−14.530 6**
(−2.12)
	−16.200 7**
(−2.51)
	−14.530 6**
(−2.12)
	−26.981 7**
(−2.20)
	−13.237 5***
(−2.27)

	Mod1
	

	

	

	−8.007 7*
(−1.88)
	


	Mod2
	

	

	

	21.870 3
(1.62)
	


	Ln Funds
	1.156 6***
(19.14)
	0.693 8***
(6.30)
	1.156 6***
(19.14)
	0.670 8***
(6.09)
	0.722 8***
(5.48)

	Institution
	−0.001 2***
(−3.93)
	−0.001 8***
(−5.68)
	−0.001 2***
(−3.93)
	−0.001 8***
(−5.71)
	


	International
	＞－0.000 1
(−0.54)
	＞－0.000 1
(−0.59)
	＞－0.000 1
(−0.54)
	＞－0.000 1
(−0.41)
	


	Policy
	

	

	

	2.499 2***
(6.82)
	


	cons
	−10.386 2***
(−11.99)
	−3.710 4**
(−2.31)
	−10.386 2***
(−11.99)
	−3.690 1**
(−2.31)
	−6.571 1***
(−3.33)


注：１）括号中的数字代表t统计量；２）*、**、***依次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在整个样本中，人员费占科研经费（含转拨给外单位部分）比重在5.2%至29.2%之间，使产出最大化的极值点出现在19.5%附近，超过了75%分位数水平，说明大部分高等学校可以通过提升科研经费中的人员经费占比来优化科研产出。在一定范围内提供更多的货币性激励，可以引导科研人员提升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提升项目组师生的获得感，吸引优秀专家的参与，激励科研助理等辅助人员专注于事务性工作，推动更多、更快的更高质量科研产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存在，人员费占比提升带来的科研产出增加量在不断减少甚至为负，超过阈值后科研人员的行为可能更容易被收入驱动、偏离以科研活动为重心的主线，影响项目的执行，另外经费支出构成中不仅只有人员经费，还有很多其他的必要支出，这些要素所占用的资源存在一定的最优配比关系，在一种要素上投入过多金额会破坏平衡结构，影响科研产出的最优化。这也印证了战略管理中的许多关系都遵循倒“U”型模式的观点，即中等水平的战略会导致最佳绩效[16]。因此，科研经费的使用者还应熟悉这一规律，通过经验与实践掌握好经费的支出结构，使配置在人员上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用，实现科研产出不断增长。
在控制变量方面，科研经费收入增加可以显著提升科研产出；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对于增加科研成果作用不显著；科研机构数量的增加并未对科研绩效带来正面影响。结合近期不少高校发布清理校级科研机构的通知可以发现，一批科研机构在成立时缺少足够经费、人员、实验条件的支持，难以维持长期运转，实质上处于空转状态，浪费了本应用于推进科研成果产出的人力、物力、科研资源，清理和淘汰固然有利于优化效率[17]。
3.4 讨论
3.4.1 政策的调节效应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18]《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大幅提升人员费比例；增加间接费比重，用于人员激励的绩效支出占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的比例最高可从先前的5%提高至20%；明确劳务费开支范围，对劳务费的领取不设比例限制。那么，这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政策出台是否改变了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与高校科研成果的倒“U”型关系呢？或者说，改善传统“重物轻人”预算使用规定的政策给人员经费占比带来提升的空间是否会更利于科研产出呢？
如果第三个变量Z影响X（自变量）和Y（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便会出现调节效应。Haans等[16]提出Z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调节“U”型关系：可以使曲线的极值点往左或向右移动，也可以使曲线变平或变陡。
假设原始方程为：
Y = 𝛽0 + 𝛽1X + 𝛽2X2                                               （2）
加入调节效应的方程为：
Y = 𝛽0 + 𝛽1X + 𝛽2X2 + 𝛽3XZ + 𝛽4X2Z + 𝛽5Z                            （3）
相较于式（2），式（3）引入了调节变量Z和X的交互项、调节变量Z和X2的交互项以及Z的主项。
（1）极值点移动的检验。如果（𝛽1 𝛽4−𝛽2 𝛽3）大于0，随着Z的增加，极值点就会向右移动；如果（𝛽1 𝛽4−𝛽2 𝛽3）为负时，极值点将向左移动。
（2）曲线形状改变的检验。对倒“U”型曲线而言，当𝛽4< 0时变得陡峭，𝛽4> 0时曲线变得平缓；对“U”型曲线而言，当𝛽4< 0时变得平缓，𝛽4> 0时变得陡峭。具体到本研究，加入政策变量Policy（即前文提到的变量Z）的调节效应模型设定为：
Ln Outputit = β0 + β1Feeit + β2Feeit2 + β3 Feeit×Policyit+ β4 Feeit2×Policyit + β5 Policyit + β6 Controlit + yt + αi + εit                                                          （4）
式（4）中，Policy在2011－2016年的取值为0，2017－2020年的取值为1。
如表1所示，其中Mod1表示调节变量政策和人员费比重的交互项，Mod2代表调节项与核心解释变量二次方的交互项。通过样本数据计算发现，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在2011－2016年平均为14.36%，2017－2020年年均为17.75%，在放宽的政策【指代不明】出台后比重有所上升。根据回归结果，科研支出中人员费比重与科研产出之间仍呈现倒“U”型关系，（𝛽1 𝛽4 −𝛽2 𝛽3）>0，即新规【指代不明】的出台提升了使科研产出最大化的人员支出占比。以往中国的科研财政项目经费中存在“重物轻人”的预算使用规定，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中严格的人员费限制严重或较为严重地影响到科研积极性[19]，也难以吸引优秀人才，还存在科研人员使用虚假发票或者虚构科研支出以换取收入的风险[20]，偏离了使用经费服务于学术科研的动机，无法实现合理的经费支出结构以达到潜在的最优产出；通过提升间接经费比重、放宽劳务费限制，科研产出最大化的人员费比重向右移动，即政策的优化提升了科研经费使用者经费分配自主权，改善了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承认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价值，强化了对于科研人员的激励效果，获得了发现潜在的最优投入产出组合的机会。同时，𝛽4不显著，意味着政策的颁布并未加速或减缓科研支出中人员费占比对科研产出的边际影响，说明政策可以改善资源配置结构与效率，但科研产出本质上经由要素投入而产生。
3.4.2 人文社科的回归结果对比
以上样本分析采用理、工、农、医学科数据作为样本【指代不明，到底实证用的是哪类数据？】，相比于人文社科类而言，该类数据在经费收支、科研产出等规模上较为突出，占整个科研经费的份额更高，在支出构成中人力成本与其他方面相对均衡，统计的信息更为全面、丰富。出于以上判断，本文在实证上对理工类学科进行了分析。【应该在实证数据来源时就作出交代阐述】
至今研究中国高校投入产出关系的相关文献大都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对人文社科类的研究较少。理工类专业需要更多仪器设备、实验材料、科研用房等条件，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投入就是“人”。根据公开的信息可以发现，在2016－2020年间，中国高校理工类学科人员费在科研支出中平均占比约为17.25%，同期人文社科类则为32.39%，呈现出明显的差距。更高比重人力成本的付出是否会使文科类人员费在科研经费中占比与科研产出的关系展现出与理工类不同的态势，即人文社科类与理工类的最优资源配置策略存在差异吗？
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制约，此处未能与以上分析模型的设定一致。其中，作为因变量的高校科研产出使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被采纳的研究与咨询报告数量（Report）替代并取对数处理，核心解释变量仍为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控制变量只保留科研经费收入（取对数），时间在2016－2020年之间，依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人文社科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
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人文社科类项目中，人员费占科研经费（含转拨给外单位部分）比重在12.93%至66.21%之间，模型通过倒“U”型关系检验，使科研成果最大化的极值点出现在41.51%附近，处于75%～90%分位数区间。目前中国高校很大部分的人文社科项目对间接费、绩效、劳务费的使用比例和范围限定严格，对科研人员的劳动价值承认不足，未能体现劳有所得，也未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以最优化科研产出[21]。社会科学领域科研经费支出中各项目的配比关系与理工类存在明显差异，人力资本投入更多，因此其倒“U”型关系的阈值要明显高于理、工、农、医学科。以人文社科与理工农医学科的对比来抛砖引玉，旨在说明不同学科、不同项目的最优经费配置结构存在差异，政策制定者应考虑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项目制定不同的管理办法，避免经费足额但资源错配的风险。传统横向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对提取人员费比例采取“一刀切”的惯式，未能尊重项目类型差异以及执行中的实际需求，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流于形式，有损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阻碍了科技成果转化[22]。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分地区高等学校的面板数据，本研究探讨了科研经费中人力资本分配与科研产出的关系、政策的调节效应以及不同学科最优经费支出结构对比等问题，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高校科研经费中人员费支出占比与科研产出存在倒“U”型关系，超过75%的高校未实现最优科研产出。第二，放宽人员费限制的改革提高了科研经费中人力成本占比对科研产出的阈值效应，即避免“重物轻人”的经费管理政策释放，使经费使用者可以通过改善经费支出结构（提升人员费部分）优化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第三，对于人文社科类而言，倒“U”型关系的阈值要明显高于理、工、农、医学科，即对应最优科研产出的人员经费占比远高于后者。
4.2  政策建议
    从主回归的结果来看，样本中至少75%的高校未达到最优科研产出对应的人员经费支出结构，因此，可以通过调整科研经费中人员费占比改善科研产出；另一方面，在科研经费去向的构成中，除了人员费之外还有从事科技活动的消耗性支出，如材料费、水电费、差旅费、计算机机时费等业务费，购买图书资料的费用支出，以及固定资产和仪器设备的购置及更新改造的费用支出等，上述支出也都是整个科研活动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单个项目分配资源过多不仅使其自身造成的边际效用快速递减甚至为负，同时会挤占其他支出，影响这些要素给目标值带来的正面效果。因此，对于科研经费的使用者而言，应重视人员费预算、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价值对科研经费管理的重要性，通过绩效等货币激励手段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释放科研创新活力，同时避免过度激励，并要在前期做好预算，根据既有经验和项目的具体情况合理安排经费支出结构，在内外部因素发生变化时及时判断、优化调整，以实现既定投入下更多高质量的科研成果。
本研究认为，放宽人员经费在科研支出中的限制是对“重物轻人”的科研预算管理传统的改变，为经费的使用者提供了更多自主权，在调动科研活动相关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过度激励造成科研产出的负边际效用之间寻求平衡点，摸索如何通过调整人力成本占比，即经费支出结构以使科研产出最大化。但是，由于科研项目管理中诸多问题的存在，“放管服”并不等同于管理松懈，应防范人员费发放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例如，通过虚构劳务费发放名单套取科研经费，在个税起征点范围内发放学生劳务费后再让其交回，劳动内容与项目、教学科研无相关性等。对于每一笔人员经费，相对于数字本身的大小，是否有其相关性、合理性及必要性，由怎样的依据测算得出，人员工作量是否经过专项审计，该项所得是否匹配项目工作中的实际贡献，如何实现效用最大化才是相关人员应关注的重点。除了经费使用者自身应加强科研经费管理以防范风险、避免资源的不合理使用，科学的审计和监督机制也至关重要。财务、审计、督察等部门通过信息化平台、大数据技术等手段协同进行动态监控、实时预警，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建立科研经费诚信管理办法，对科研经费的管理与使用进行跟踪调查、评级，对违规、失信行为给予警告乃至惩戒，提升科研经费使用效益。
不同学科、不同科研项目由于实现的目标、需要的资源各异，最优经费支出结构存在差异，因此政策制定者可以将对不同类型项目制定差异化管理办法纳入考虑，有针对性地计算人员经费在项目支出中的比例，在重人力资本的纯理论学科、基础性研究领域可合理增加人员经费的列支比重。更进一步，推行项目包干制，绩效支出由项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不仅简化了预算编制，预算调剂权的下放、人员经费的自主安排能更好地调动人员积极性，有利于项目的执行。
2021年中国的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持续深化，推出包括提高间接费用比例、增加人员经费在科研经费支出中的比重、间接费用可全部用于绩效支出以及扩大劳务费支出范围等举措，这些制度旨在给经费使用者更多的自主权，有效地激励科研人员。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探讨中国在科研活动人员费限制进一步放宽的背景下，人力资本在科研经费中的占比与科研产出的关系是否呈现出新态势以及新政策实施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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